
唐宋转折视野之下的赋役制度研究

包　伟　民

一

在中国两千余年的帝制时期�赋役制度演变的轨迹比较清晰：唐代建中元年
（780） 推行新制�废止此前 “以丁身为本 ” 的租庸调制�改行 “惟以资产为宗 ” 的
两税新法①�实可为其中关键性的转折。建中以后�从两宋到明清�赋役制度的种种
变革� “都是在这一新的赋税原则范围内进行的�是赋税制度在贯彻这一原则过程中
的自我完善 ”②。其中�自20世纪近代史学形成以后、关于自建中新法推行至两宋时
期的赋役制度研究的学术史�不妨归入 “唐宋转折 ” 议题的范畴来展开讨论。

赋役制度研究是学界关心的重点。从20世纪前期近代史学创立之初�就有学者
刊布专文展开讨论。在中文学术领域�近一个世纪以来�这一领域所发表的论文相当
多�由于其中不少综合讨论相近内容�具体数量难以统计�要之专文当不少于数百
篇。专著的情形与此类似�专论赋役制度的或者有限�不过综合讨论相近内容的专著
则很多�总数当不下于四五十种。

大体讲�从20世纪初至40年代�这一领域的研究初步展开�可为第一阶段。在
这一阶段�人们开始对两税新法推行后赋税制度的基本内容有了初步的认识�其中有
一些讨论比较深入�如聂崇岐 《宋役法述》③ 一文�第一次全面考察了宋代役法制度
的变迁。50年代初至70年代末可为第二阶段�在这一阶段里�台湾学界继承前期的
研究�仍有不少推进�大陆学界则比较沉寂�60年代后期起文革开始�正常的研究
工作则更完全中断。此期的研究�比较突出的一是对具体制度内容的阐释比较关注�
如两税法之源起�宋代的役法、杂税、身丁钱等等。二是开始借用社会科学理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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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主要是马克思主义理论 ） 分析赋役制度�有一些认识较之前期明显深入。如学者们
在分析两税法产生的原因时�多强调不能单纯地从赋税制度上去探索�而必须把它与
“均田制的破坏和庄园经济的发展 ”① 联系在一起。阶级分析是学者较多引用的方法�
如当时关于北宋差役制度的讨论可为典型。70年代末文革结束至今�可为第三阶段。
八九十年代�无论在大陆还是台湾�研究进入全盛时期�现今有关本议题的论著�大
多在这一时期刊布。不过从90年代中后期起�学界明显感受到传统研究方法的局限�
在取向与方法上寻求突破的要求前所未有地强烈。与历史学其他领域相似�一些新颖
的社会科学分析工具———在赋役制度领域�尤其如新制度经济学———也在其中推波助
澜�近年来时有一些无论是议题还是取向都令人瞩目的论著面世�预示着唐宋赋役制
度史研究这一学术领域今后的走向。

思辩性的学术综述因其能纵览全局�归纳成绩�分析现状�提出建议�因此有其
意义。数年前�主要因由新旧世纪交替特殊时机的推动�各不同领域都曾刊布有分析
精到的综述�如由胡戟等主编的巨著 《二十世纪唐研究》②�由陈明光撰写其中的
《赋役》第1章；由朱瑞熙、程郁编写的 《宋史研究》③�其中第4章第1节专门讨论
20世纪宋代赋役制度研究。本人也曾有 《宋代财政史研究述评》④ 一文�分析归纳
20世纪关于宋代财政史研究的学术史�赋役制度自为其中重要内容。下文在前述各
文的基础之上�一方面补充近年来学术史的新动态�另一方面�着重从 “唐宋转折 ”
的视角出发�讨论税制改革以后赋役制度所呈现的新特征�以及它所可能引发的历史
影响�因此讨论中所涉及的具体内容可能较多涉及两宋时期。最后就如何拓展这一领
域的研究视野�提出一些粗浅的建议。

二

可以理解的是�与本人数年前讨论20世纪研究宋代财政史研究的学术史时所指
出的情形十分相近�迄今为止关于建中之后赋役制度的研究�已经有了相当丰富的学
术积累。

首先�制度阐释取得相当大的成就。
一方面�赋役制度主体如两税、役法等等的具体内容�经学者反复分析讨论�认

识不断深入�在某些方面差不多达到现存文献所可能提供信息的 “极限 ”。例如关于
两税制度�学者们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之上�在两税的内容及其由来、两税与唐代中期

18 　　　　　　中　国　史　研　究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2010年第1期　

①
②
③
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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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后社会政治、经济变迁的关系�以及两税法的实施等等多方面�都反复讨论。尤其
关于唐廷推行两税新法在政治与财政两方面背景的一些探讨�实为前人所未及。如关
于唐廷不同利益集团政治斗争对新法的影响�以及唐廷推行新法所寄寓的解决中央财
政困难与处理地方财权等问题的目的�讨论都涉及了两税制度相当深刻的内容。在宋
史领域�学者们所着重关心的两税制度�其一在于梳理从唐到宋制度的演变�其二是
观察两税的实际征收。其他如税钱的折纳、家业钱的估算、两税税率等等�也有精到
的讨论。

与关于税制讨论略有差异的是�关于两税新法之后的役制�论者多从其丁租庸调
并入两税之后仍征发徭役的问题展开讨论�以及关于差发徭役具体措施的探讨。但可
能是由于文献记载不足之故�学界的研究 “对唐代徭役问题仍存在着偏重前期的现
象 ”①。不过关于宋代役制的研究却相当活跃�尤其关于差役�一向是论者关心的重
点。进入80年代以后�不但论著的数量增多�讨论更深入到了制度的各个方面�如
衙前、乡役、义役、僧人税役负担等等。近年来论者更结合乡村基层组织问题�讨论
差役的实际征发以及相关内容。徭役制度的其他内容�如夫役、匠役、行役等�也有
了较为详尽的研究。

另一方面�学者们阐释赋役制度不遗涓细�竭尽所能。在唐史领域�学者们较多
关心的是赋税制度转轨过程中丛生的附加税�如税草、青苗地头钱、两税附加税、杂
税等等。宋史领域与之类似�在两税附加税之外�举凡由官府征敛的各种杂税�科
率、杂徭、矿业税等等�都未能逸出学者们考察的视野。

此外�国家赋役的征取有赖于其他相关制度的落实。这里所指的主要有户籍、专
卖、和买和籴、杂征调等等。综合看来�无论在唐史还是宋史领域�关于盐专卖研究
者最多�成果也最为丰富。

总之�经过大半个世纪的研究�我们不仅比较清晰地了解了唐宋转折过程中所形
成的赋役制度的主体内容�对 “枝节 ” 部分也有了相当的认识。

其次�归纳出了一些相当有意义的议题。经过近一个世纪的努力�学界已经在制
度阐释的基础之上�就本领域的研究归纳出了一些相当有意义的议题�显示了综合分
析的成就。例如在关于推行两税新法之后的唐代赋役制度�有学者引伸自30年代起
提出的关于中国古代经济中心南移的议题讨论两税法的成因�认为 “财政中心南移 ”
是促成这一制度变迁的重要原因②。陈明光以 “中央与地方的财权之争 ” 的命题讨论
两税法的推行与其种种细节�也帮助我们进一步认识了新法推行过程中各种要素之间
的相互关系③。相比而言�可能由于当人们对历史过程作较长时段的观察时�对规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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性现象更加敏感�因此在宋史领域有不少学者对两税新法 “惟以资产为宗 ” 的原则
颇为关注�并常常将其与中国帝制时期赋役制度演变的全过程联系起来考察�因此有
论者认为宋代赋役出现 “摊丁入亩 ” 的趋势①�也有学者提出了作为人头税残余的身
丁钱被 “逐步除放 ” 的命题②。关于宋代赋重役轻、纳钱代役等现象的考察�也是沿
着相同的思路展开的。此外�关于宋代国家财政一些规律性现象的分析�也时常启发
着人们去探讨赋役制度中的相应问题�如对宋代财政 “以一地之资供一地之费 ” 原
则的认识�即引起了学者对不同区域间赋役征发不平衡现象的重视③。两税法以来国
家赋役征发的 “货币化 ” 趋势�更引发学者提出了意见相左的不同假说。有学者认
为由此刺激社会商品经济活跃属于 “虚假繁荣 ”�对经济的正常发展有负面影响④�
也有学者继承日本学界早期的论说�将其与资本主义经济现象联系了起来⑤。更有学
者根据宋代赋役征发的特点�提出 “宋代社会经济结构的主要特色�既非以 ‘自然
经济’为基础�亦非以商品货币及商人资本居支配地位�而是以国家专卖为核心的
官僚经济体制 ”⑥ 的论点。这些抽象议题的提出�使得在单纯制度阐释视角之下孤立
的现象有机地联系了起来�有助于我们接近历史运作的真实层面。

再次�对不同民族、不同地区赋役制度的多样性有了更多的重视。传统中国史学
研究虽有重中央轻地方的现象�不过经过近一个世纪的研究积累�特别是近年来学界
反思传统研究取向�强调关注区域差异性�因此对不同民族、不同地区赋役制度的多
样性有了更多的重视。一方面�地方层面的赋役制度与地区间制度的差异性越来越受
到学者们的关注�如关于中唐以后�江淮、江南地区无论在两税收入与茶盐之利等各
方面的特殊地位�都引起了学者们深入的讨论�更有学者利用新制度经济学的分析工
具�提出中唐以后由于 “统治者的权力扩散 ”�导致江南地方官员在赋役领域推行
“得自为治 ” 的改革�从而推动了经济重心的南移⑦。在宋代差役制度的讨论中� “南
北差异 ”、 “乡里制度 ” 等内容成为学者观察分析这一制度的重要视角。在许多领域�
例如专卖政策的研究中�区域性考察显然已经成了研究深入的一个重要表现。

另一方面�关于非汉族地区政权赋役制度的研究有了明显的进步。关于唐代�讨
论相对集中的是唐朝与周边民族地区互市以及由此带来的税利收入。关于宋辽金夏时
期�针对非汉族政权赋役制度的研究自然引起学者们较多的兴趣。早在三四十年代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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就有学者专门讨论辽金时期的赋役制度�不过由于存世文献不足的制约�论著的数量
一直有限。一些通史或断代史类专著�大多列有关于赋役制度的专章。至八九十年
代�相关讨论明显增多。值得关注的是�也可能是由于文献记载存留历史信息偏重不
同之故�论者较多关心的�是这些民族政权赋役制度之受汉制影响的侧面�如金代的
通检推排等等。总的看�关于辽夏金赋役制度�通论性的叙述仍占相当比例�反映出
学者们试图深化这一领域研究时所面临的困难。

归纳而言�近一个世纪来的研究�已使我们对两税法之后赋役制度的基本内容有
了比较深入的了解；与此同时�至少从目前的研究思路看�平铺式制度阐释遇到了存
世文献不足的困境。

三

进入21世纪以后�学界关于两税法之后赋役制度的讨论明显减少。这既有如前
所述平铺式制度阐释遇到了存世文献不足困境的原因�也反映着近年来社会史等新研
究领域的兴起导致论者学术兴趣转移的现象。这当然并不意味着关于这一领域的研究
已无余地�难以深入了。今后值得学者进一步关注与投入智力的�仍不外在继续努力
发掘史料与改进研究方法两个方面而已。

首先�我们似乎并不能说已经对相关的记载真正竭泽而渔了。一方面�一些巨帙
文献�由于信息量过大�很多学者常常只能阅读利用某些相关的部分�从而给史料发
掘留下一定余地。近年来一些学者过于依赖计算机信息数据库的全文检索功能�忽略
了对文献的基本阅读分析�实为新技术对文史研究带来的 “意外 ” 负面影响。另一
方面�大量的地方性文献如方志、碑铭等等�似亦未能得到学者的足够重视。尤其对
宋史领域的研究来说�如果能不再满足于匆匆浏览文献�而取经于雕版印刷未推广应
用之前各个断代史的研究方法�真正挤榨出史料中的所有信息；同时更大程度地扩展
搜寻史料的范围�尤其是宋代以后大量的地方性文献�必定会有相应的回报。学界已
有不少示范性研究�给了我们以很好的提示。

其次�转换视角�拓展视野�改进研究方法�当是深化制度研究的必由途径。近
年来为学者所强调的�大致可有如下几个不同的侧面：

一是要从仅在诏敕条文表面理解的制度�深化到实际运行之中活的制度；或曰从
中央最高行政机构之所颁行的制度�转向关注在不同行政层面的制度之真正的落实。
唐宋帝国幅员广阔�从中央到地方行政层级繁复�每一诏敕从其颁发到最后的落实执
行�既不得不经过不同行政层级的主动与被动的 “调整 ” 与 “修正 ”�以使之符合于
各不同层面与地域的实际利益需要；某一法规的长期持续�时迁境移�背景发生变
化�制度本身又必然会主动或被动地做出相应的调整。两宋时期的和买制度从原初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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府与民间的买卖关系�转化为名符其实的赋敛�可谓典型。以此类推�无论是涉及赋
役的各类机构与组织�还是赋敛徭役的不同内容�从其原初之设计�到长期推行之实
际结果�都会产生繁复的变异�提供给学者以丰富的深入讨论的余地。从大的方面
讲�例如建中元年确立之舍人税田的两税新法�已有学者明确指出：及至宋代� “两
税脱胎于租庸调制朝代户税和地税的痕迹业已消失。征收两税的税产集中于田产
上 ”。换言之�两税已从原先包括土地税、杂税、代役钱等不同内容的综合性税种�
变成了名符其实的土地税①。这一观察是可以引发论者进一步讨论的�例如唐制中那
些非直接与土地税相关的内容之逐步脱离两税�以及两税制度在唐宋间逐步演化的每
一具体过程�就成了实际可行的议题。再从小的方面来说�几乎无论哪一类零细的赋
役征敛内容�都不应该以固定不变的眼光去看待它。如宋代差役制度中的某些役种如
衙前�论者一向强调其前后不同时期的内容差异�取得可观的成就。最近又有学者试
图从某一特定行政层面探讨宋代赋税征收体制的特征�其实如果从县扩大到路州或乡
都�也未必不能有所收获。

二是要从文献表面所传达的历史信息�深化到其背后所可能蕴藏的更为真实的信
息。今人之所以了解历史时期赋役制度的信息�大多出自官方文献。尤其是关于中央
层面的内容�更是如此。由于大一统帝国掌控全国财赋信息的重重困难�统计册中的
信息常见失真�更由于中唐以后政府赋役收入常常应用种种经营性措施�或折纳�或
买卖�或移易�花样百出�遑论官吏在征敛过程中采用的种种非制度性手段�文献记
载中的赋役制度与历史现实常有距离。透过文字记载的表面探寻历史真实�既提供学
者以无穷的研究乐趣�也给了他们以充分驰骋智力的空间。例如笔者曾指出过见诸文
献记载的两宋时期的两税税则�有一种凝固化的趋势�土地税的实际征收当然不可能
“凝固 ”�其背后全国性或地方性的制度运作�自然就成了研究者很好的议题②。
三是要从单一、平面的制度理解�深化探讨与赋役制度相关的各种关系与结构。

赋役征敛作为国家制度的重要部分�并不是孤立存在的�它一方面与国家制度的其他
方面环环相扣�另一方面又与社会经济运作紧密相关。所以�若能从社会运作的整体
中去理解赋役制度的制订与执行的各个环节�必定会给我们以启发。不同利益集团、
不同政府部门之间的复杂关系�或者不同区域间经济发展的迟疾缓急�都有可能影响
到赋役制度的运作；反过来�特定的赋役政策也必定会影响到社会经济的运作。前文
曾提到�有学者将江南地区经济发展与两税法的产生联系了起来。唐中期以后赋役的
货币化趋势与征榷收入的持续增长�不仅使国家财税的传统结构发生较大变化�对社
会经济的影响也十分深刻�目前学界已有一些讨论�但仍嫌泛泛。例如国家财税越来
越依赖于征榷收入�无疑是唐中叶以后赋役制度的重要特征�但形成似此财税结构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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具体原因�学界虽已有一定的讨论�距令人信服地回答这一问题仍有距离。此外关于
赋重役轻的原因�不同税种的税率估计�不同区域在国家财税负担中的地位�唐宋国
家调整赋役结构的基本思路�国家经营性收入与财税赋敛之间的关系�不同赋役项目
对社会经济的不同影响�诸如此类�都有待学者的深入讨论。

前贤所论史学应该利用新资料�以研究新问题�当指以新的视角与解释方法来说
明人类历史活动奥秘�至于史学的具体研究对象———如经济生活�如情感思想�如社
会组织与国家制度———恰如生命、死亡和爱情之与文学为永恒的主题�将永远是史学
家驰骋心智的领域。

　　 〔作者包伟民�1956年生�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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